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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政策与企业税收优惠获得的公平性
——对中组部18号文件政策效应的分析

【摘要】以2013年10月中组部18号文的发布导致大批官员独董辞职这一现象为背景，以我国A股

上市公司为例，通过自建官员独董辞职数据库探讨官员独董对企业税收优惠获得的影响，并检验反腐倡

廉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在企业履职期间，低级别的官员独董可以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效应，而

高级别官员独董并无此效应。在中组部18号文发布后，“政商旋转门”得到遏制，官员独董的“税收优惠”

效应逐步消退，反腐倡廉政策使市场竞争环境恢复了公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官员独董在任职期

间对于税率的降低作用比民营企业更大，而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反腐倡廉政策效果越好。考

虑官员独董的个人特征后发现，男性、高学历、有法律从业背景的官员独董在任职期间有助于降低企业

税率，但禁令发布之后，这类独董对税率的降低作用迅速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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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年 3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

协会议时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亲”

“清”二字是习总书记对新型政商关系本质特征的精

准诠释，为我们正确处理政企关系、建立廉洁政治、

支持企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随着电

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热播，剧中官商勾结、权权相护

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反映了现实中严重的贪腐问

题。赵秉志和彭新林[1]认为腐败的实质是权力滥用，

反腐的核心在于制约和监督权力。而官商勾结、钱权

交易等行为会影响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独立董事原本是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股

东权益不受侵害的一项制度创新。然而，现有的对独

立董事政治背景的研究表明，独董的身份背景会影

响独董功能的发挥，独董会利用自身资源为企业谋

取私利，进而提高企业绩效。因此，很多上市公司积

极聘请现任或离任的政府官员作为独立董事，而这

些官员也愿意赴企业履职。这种独特的“政商旋转

门”已成为官场潜规则，并沦为特权阶层的福利。由

于缺乏有效监管，“政商旋转门”极易导致腐败的发

生，并且也在事实上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

税收优惠是指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纳税人各种

优待的总称。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呈现以产业优

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格局。在各项税收

优惠政策的落实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税收优惠

并不必然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相容，大部分优惠

政策都需要政府官员的个案审批，因此政府官员在

企业获准享受税收优惠事件上具有较大的支配权力

和决策空间，导致大量企业热衷于聘请政府官员出



2018. 24 财会月刊·39·□

任独立董事，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业绩，

但并不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会严重影响市

场的运行效率和公平性。因此，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反腐倡廉工作的顺利开展

和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公平性的要求下，2013年
10月19日中央组织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

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

［2013］18号，简称“中组部18号文”），对于官员任职

独董进行约束，导致大量官员独董辞职的现象，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的可

能性。

然而，在现实中，随着大批官员独董的辞职，曾

经因聘用官员独董而获得税收优惠的那些企业的税

负真的会随着官员独董的离职而上升吗？中组部18
号文真的能提高资本市场税收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吗？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通过构建“官员独董辞职数据库”，研究政府的反腐

倡廉政策与企业税收优惠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政

府反腐倡廉的政策效果，研究其对税收资源配置公

平性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从反腐倡廉政策与市场

资源配置公平性的关系角度入手，研究了官员独董

辞职前后对于企业税收获得公平性的影响，评估了

政府反腐倡廉政策的实际效果，丰富了制度经济学、

公司治理、公司财务等领域的相关研究。第二，自行

构建了官员独董辞职数据库，包括官员独董的曾任

职单位、行政级别、离职原因、学历、性别、年龄、行业

背景等一系列相关指标。通过手工整理上市公司发

布的独董辞职信息和查阅公司网站，建立了官员独

董辞职数据库，使用打分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将官

员独董的行政级别进行量化，克服了以往研究的数

据约束，为之后的建模和实证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数

据支持。

二、文献综述

（一）独立董事政治背景的相关研究

1. 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监督职能

的发挥取决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对信息的掌控[2]。

然而，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独董

教育背景与行政背景的影响，监督作用的发挥并不

显著。王跃堂等[3]发现，独立董事的选聘权掌握在大

股东手中，导致其缺乏竞争意识。同时我国上市公司

一股独大现象比较普遍，独董也主要由各类外部专

家学者、离退休官员、会计师、律师等担任，导致监督

对象与信息来源很大部分重合，大大削弱了独董的

独立性。而部分官员董事虽然掌握了较多的内部信

息，但是由于缺少会计、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

及经验和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更倾向于扮演“友好董

事”的角色[4]。

对于咨询职能，Johnson等[5]认为，独立董事通

过运用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相关信息，帮助公司

在战略制定和具体运营方面做出正确的决策，提高

决策效率。蔡卫星和高明华[6]的实证研究表明，审计

委员会的设立可以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刘

浩等[7]基于我国的金融压抑市场假说发现，银行背

景独董咨询功能的发挥较为明显。另外有学者发现，

官员独董能够提高公司的政治资源获取能力，进而

改善财务业绩和市场表现[8]。

2. 官员独董的价值与政治关联。资源依赖理论

认为，企业在实现自身目标过程中，不仅需要资产、

资金等有形资源，同时也需要市场准入和融资、税收

优惠政策等无形资源。由此可见，公司的政治关联在

世界范围中广泛存在[9]。国内学者也在国外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了多种假说和理论，具体研究了官员董

事的价值。贾明、张喆[10]发现，官员董事所在的上市

公司更倾向于进行慈善捐款，表明政治关联会要求

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唐雪松、马畅[11]检验了

官员独董辞职后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发现相较于

其他类型独董，官员独董对企业价值有更大贡献。

现有研究还通过“事件法”对官员独董的政治身

份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机

理。醋卫华[12]研究了中组部 18号文颁布之后独董

辞职引发的市场反应，通过股价表现发现，市场对独

董辞职公告的反应为负，保持与管理层良好沟通的

公司以及独董是薪酬委员会成员的公司的股价下降

更多。邓晓飞等[13]也研究发现，独董辞职对民营企

业的股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冲击，这种负面冲击在

治理环境越差的地区表现越强烈。

（二）企业税收优惠的相关研究

1. 税收优惠政策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我国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呈现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

辅的税收优惠格局。李旭红、马雯[14]证明了增值税

优惠政策有助于中小企业成长。王玺、张嘉怡[15]将

我国现行定位于促进企业研发活动的税收优惠政策

的实际作用效果分解为投入端的直接引导作用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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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端的间接激励作用两个方面。然而安同良等[16]发现，

存在大量寻租机会时，政府针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财

政补贴政策会受到扭曲，后者会发送虚假的“创新类

型”信号以获取政府研发补贴，从而削弱激励效应。

2. 官员独董与企业税收优惠。从企业角度来

看，无论是出于防御性的自我保护目的，还是主动寻

租套利，都需要与各类政府部门沟通交流。上市公司

如果聘用政府官员担任名义上的独立董事，显然会

有助于企业获得税收减免、政府采购等方面的优惠

待遇，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吴文锋等[17]就发现，在

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所

在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税率上都

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3. 税收优惠中的寻租行为与影响。税收寻租是

指利用国家赋予的税权，合法或非法地获取个人利

益最大化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18]。税收寻租作为滋

生市场腐败的重要原因，削弱并扭曲了政府资源配

置职能，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黎文靖、郑曼

妮[19]研究发现，政府以补贴和税收优惠为激励手段

的产业政策导致企业为寻求扶持而策略性地增加“创

新数量”，忽略“创新质量”。这一做法虽能提高部分

公司业绩，但严重影响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和公平性。

通过对反腐倡廉政策、独立董事的政治背景、税

收优惠三方面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相对于其他类

型独董，官员独董对企业价值有更大的贡献，能够通

过其政府背景为企业带来税收优惠。但事实上，在资

源效应的视角下，政府官员之所以倾向于为企业提

供税收优惠，是因为在给企业带来更多发展资源的

同时，也能给自己带来寻租收益，而并非由于企业在

经营效率上更具优势。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

场的法规体系不健全使权力资本逍遥法外，形成了

特有的腐败空间，而国家正在逐步加强反腐倡廉建

设的力度，势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使得本文

的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以中组部18号文发布

导致大批官员独董辞职为切入点，通过研究官员独

董、企业税收优惠与反腐倡廉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

实证检验反腐倡廉政策对市场公平性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官员独董、企业税收优惠与反腐倡廉政策

上市公司聘用官员独董，有助于企业在税收减

免、政府采购等方面获得优惠待遇，从而为企业创造

价值。由于政府官员对资源和权力的支配能力在很

大程度上由其行政级别决定[20]，不同级别官员独董

对于企业税收优惠的影响程度和途径不同。一般而

言，低级别的官员独董，拥有更多和更强的实际操作

税收业务的经验和能力，更加熟悉税收减免、税收优

惠政策的细节。因此低级别官员独董在任职期间能

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17]。相反地，高级别官员独董

为了提高企业获取政治资源的合法性，会受到自己

政治地位的制约，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不会

给企业争取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

因中组部 18号文发布而离职的独董都是具有

较高专业素养、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已经或在禁令

发布当年为企业带来了税收优惠。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仅原有官员独董所带来的税收优惠效应消失

殆尽，未来通过相同渠道聘用官员独董也不再可能。

因此，在反腐倡廉政策实施后，不同行政级别的官员

独董所发挥的减税作用都会消失，市场在税收资源

获得方面的运行效率和公平性将相应提高。由此提

出假设1：
假设 1：中组部 18号文发布对不同行政级别官

员独董的反腐作用都较为明显；官员独董的行政级

别越低，对企业税收优惠作用越大。

（二）所有权性质、官员独董、企业税收优惠与反

腐倡廉政策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承担了许

多政策性负担，在维持地方就业和社会稳定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21]，这使得国企相对民企具有天然的、

更多的政治关联和内部渠道，因此国有企业更容易

享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通过政治资源获取税

收优惠的需求越高，官员辞职所带来的影响就越大。

国有企业与政府具有天然的政治联系，其为获取政

治资源而聘请官员独董的动机相对较弱。但对于民

营企业，聘请官员独董是其建立政治关系、获取政治

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13]。随着中组部18号文的发布，

民营企业不仅会失去依靠已有官员独董所建立的政

治关联，也失去了将来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而建立新

的政治关联的可能性。因此，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

中官员独董辞职对企业税收优惠的影响更大，反腐

倡廉政策实施的效果也更好。本文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 2：国有企业的官员独董在企业任职期间

对于税率的降低作用相比民营企业更大，但民营企

业官员独董因禁令辞职对企业税收优惠获得产生的

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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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化程度、官员独董、企业税收优惠与反

腐倡廉政策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发展的不平衡，我

国不同地域、不同省市的地方政府质量也存在显著

的差异[22]。一般来说，如果政府被赋予的财力和处

置权很大，那么企业就可能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而

不是进行自身能力建设；反之，企业将更加专注于内

部的能力建设，而不太热衷于与政府建立特殊的政

治关联[23]。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区域，政府对

企业的不当干预越少，企业就不太需要通过官员独

董获得政治资源，此时官员独董的关系网络和政治

资源就没有特别的价值。另外，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

作用更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拥有比较完善的

法律制度和监管环境，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企业通过

聘请官员独董谋取税收利益的渠道。相反，在那些市

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具有较重税费负担的

省市中，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所在的公司在所得税

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

有政府背景的公司[17]。

笔者认为，官员独董对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

效果不仅与官员的行政级别、企业的所有权性质等

因素相关，同时也受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

响，进而会对反腐倡廉政策的效果产生影响。邓晓飞

等[13]经过研究发现，官员独董的辞职对民营企业的

股价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冲击，并且在治理环境越差

的地区表现越强烈。由此提出假设3：
假设3：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越低，官员独董

的减税作用越大，反腐倡廉政策的实施效果越好。

（四）官员独董个人特征、企业税收优惠与反腐

倡廉政策

独董主要发挥的应该是监督职能和咨询职能。

咨询职能，即独董通过运用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帮

助公司提高决策效率。担任不同职务的官员独董具

有不同的性别、学历背景和从业背景，这影响着其咨

询作用的发挥，导致不同官员独董对企业税收优惠

的影响程度不同，也会使得反腐政策的执行效力出

现偏差。国内学者刘浩等[7]就发现银行背景独董咨

询功能的发挥较为明显，使企业的信贷融资状况得

到改善，但监督功能没有明确的体现。醋卫华[12]通

过研究中组部 18号文颁布之后独董辞职引发的市

场反应，发现担任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的独董使公

司的股价下降更多。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官员独董个人特征的差异，会对其税收

优惠效应的发挥和反腐倡廉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不

同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自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官员独董辞职数据

库，包括独董的离职情况、曾任职单位、学历、离职原

因、个人背景、企业税收、资产规模、利润率、杠杆率

等一系列指标。本文选取2013年10月 ~ 2015年底的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独立董事辞职数据通过

手工查阅这些上市公司 2013 ~ 2015年年报获取，整

理后共获得上市公司1331人次独立董事辞职数据。

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①剔除 ST、∗ST企业数据；

②剔除金融类企业数据；③剔除部分财务数据缺失

的样本。各上市公司发布的独董辞职原因较多，但本

文通过查阅年报中的独董简历发现，很多在政府部

门任职或曾任职的官员独董发布的辞职原因含糊其

辞，诸如：“个人原因”“工作调动”和“未说明原因”

等，因此本文将以上在中组部18号文发布后因模糊

原因辞职的官员独董都认定是“禁令辞职”[20]，笔者

整理的上市公司独董辞职原因统计数据，具体参见

表1。

从表 1来看，中组部 18号文的发布并非立刻产

生效力，2013年 10月 ~ 2014年底，官员独董因禁令

而辞职的人数大幅上升，至2015年底又出现了一定

程度的下降。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独董因

“禁令”才出现了辞职异常增加的现象，又由于禁令

发布之后，多数官员独董为避免个人风险而尽快辞

职，因此截至 2015年底，受禁令影响的官员独董大

多已经辞职，所以2015年禁令辞职人数和比例均出

现了下降。

（二）变量设定

1.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实际税率。在征税

实践中，由于税收减免、税率制度等因素，导致实纳

税额和应纳税额不一致，会出现实际税率与名义税

率不一致的情况。多数学者认同企业的实际税率比

表 1 上市公司独董辞职人数统计 单位：人

禁令辞职

非禁令辞职

总人次

禁令辞职占比

2013年

22

131

153

14.38%

2014年

487

235

722

67.45%

2015年

246

210

456

53.95%

合计

755

576

1331

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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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税率更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独

立董事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可以反映独立董事是否给

企业带来税收优惠。因此，本文选用实际税率（Tax）
作为因变量，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

黄新建、冉娅萍[24]也使用了类似方法。

2. 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官员独董作为解释变

量，数据来源于笔者自行构建的官员独董辞职数据

库。由于官员独董在政府的职位存在高低之分，其对

企业的影响力也不同，为了作出区分，本文对不同行

政级别的官员独董进行打分赋值，具体来说：如果官

员独董是现任或者曾任的省部级正职官员，则赋值

8分，副职赋值7分；厅司局（地）级正职赋值6分，副

职赋值5分；县处级正职赋值4分，副职赋值3分；科

级正职赋值2分，副职赋值1分，副科级以下0分。同

时将厅司局（地）级正职以上的官员独董称为高级官

员独董（Govtop1），而将厅司局（地）正职以下的官

员独立董事称为低级官员独董（Govlow1）。为了保

证结论的稳健性，笔者还使用了虚拟变量Govtop2
和Govlow2，即：如果某企业辞职的官员独董的行政

级别是厅司局（地）级正职（含）以上，则该企业的

Govtop2=1，否则Govtop2=0；如果某企业辞职的官

员独董的行政级别是厅司局（地）级正职以下，则该

企业的Govlow2=1，否则Govlow2=0。
3.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和国内外研究经

验，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财务指标控制变量和官员

独董个人特征控制变量。财务指标选取企业规模、财

务杠杆、营业收入增长率、固定资产占比、股权集中

度等。官员独董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学历、年龄、

法律从业背景、银行从业背景及会计从业背景等。各

变量的定义与说明具体参见表2。
（三）实证模型设定

1. 官员独董辞职与企业实际税率的回归模型。

为了研究因中组部 18号文发布而辞职的官员独董

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数据

模型：

Taxit=α+β1Govit+β2roait+β3lnsizeit+β4levit+
β5growthit+β6farit+β7intassetit+β8intangibleit+β9Sit+
β10Strategyit+β11Auditit+β12Nominatit+β13Wageit+
εit （1）

2. 官员独董的个人特征、独董辞职与企业实际

税率的回归模型。由于官员独董的性别、学历、年龄、

法律从业背景、银行从业背景及会计从业背景等个

人特征也可能会影响独董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反

腐倡廉政策的执行效果，笔者将独董的性别、学历等

体现个人特征的变量也纳入模型，以检验这些特征

变量名

实际税率

高级官员
独董

低级官员
独董

高级官员
独 董（虚
拟变量）

低级官员
独 董（虚
拟变量）

总资产收
益率

企业规模

财务杠杆

营业收入
增长率

固定资产
占比

无形资产
密集程度

无形资产
净额

股权集中
度

战略委员
会成员

审计委员
会成员

提名委员
会成员

薪酬委员
会成员

性别

受教育程
度

年龄

法律从业
背景

银行从业
背景

会计从业
背景

符号

Tax

Govtop1

Govlow1

Govtop2

Govlow2

roa

lnsize
lev

growth

far

intasset

intangible

S

Strategy

Audit

Nominat

Wage

male

edu

age

law

bank

account

定义

用实际税率来表示企业的税收负
担，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息税前
利润

官员独董是厅司局（地）级正职及
以上，即Govtop1≥6
官员独董是厅司局（地）级正职以
下，即Govlow1<6

如果官员独董是司局级及以上，则
Govtop2 =1，否则Govtop2=0

如果官员独董是司局级以下，则
Govlow2=1，否则Govlow2=0

（利润总额+利息收入）/总资产

总资产取对数

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收总额

期末固定资产净值/期末总资产

无形资产净值/总资产

无形资产净值

S指数，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
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

官员独董是战略委员会成员，则
Strategy=1，否则Strategy=0
官员独董是审计委员会成员，则
Audit=1，否则Audit=0
官员独董是提名委员会成员，则
Nominat=1，否则Nominat=0
官员独董是薪酬委员会成员，则
Wage=1，否则Wage=0
性别，男性=1，女性=0
受教育程度，专科及以下=0，本科
=1，硕士=2，博士=3
年龄

法律从业背景，如果独董有法律从
业背景，则 law=1，否则 law=0
银行从业背景，若独董有银行从业
背景，则bank=1，否则bank=0
会计从业背景，若独董有会计从业
背景，则 account=1，否则 account=
0

表 2 主要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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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Taxit=α+β1Govit+β2roait+β3lnsizeit+β4levit+
β5growthit+β6farit+β7intassetit+β8intangibleit+β9Sit+
β10Strategyit+β11Auditit+β12Nominatit+β13Wageit+
β14maleit+β15eduit+β16ageit+β17lawit+β18bankit+
β19accountit+εit （2）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3。由表3
可知，实际税率Tax均值是0.1990，最小值是0，最大

值是25.1310，说明各个企业的实际税率存在较大的

差别。企业总资产收益率 roa最高为 0.3810，最低为

-1.9940，均值为 0.0310，标准差为 0.1270。企业的杠

杆率 lev 最高为 1.1090，最低为 0.0100，均值为

0.4520，标准差为 0.2240，说明有些企业的负债率明

显偏高。股权集中度 S指数最高为 60.6650，最低为

0.7070，均值为22.5470，标准差为13.2840，说明各个

公司之间的股权状况存在较大区别。

（二）实证模型分析

为研究中组部 18号文发布前后官员独董辞职

对公司税收优惠产生的影响，本文将2013年独董辞

职的 153个样本、2014年的 722个样本、2015年的

456个样本这三年的数据整合为独董辞职当年的数

据，并以此为基础分别检验了官员独董辞职前1年、

辞职后1年和辞职后2年的实证数据，以观测中组部

18号文发布前后的政策效应变化。由于财务数据的

缺失，导致辞职前后的样本数量有些许变化。

1. 官员独董辞职与企业实际税率。表 4是官员

独董辞职前 1年和辞职当年的实证结果。在官员独

董辞职的前1年，即官员独董在企业任职期间，高级

官员独董的系数无论是以打分法还是以虚拟变量法

来测度，都不显著，而以两种方法来测度的低级官员

独董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只有企业聘请的低

级官员独董在任职期间能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17]，

而高级官员独董并不能带来这种税收上的优惠效

应。可能的原因在于，低级别的政府官员属于具体的

业务执行人员，对于税收业务操作层面的规定可能

更为熟悉，对于税收减免、税收优惠政策细节上的理

解更到位，更能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税收减免好

处，而高级官员受到自己政治地位的制约，并不会给

企业争取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由表4可知，在官员

独董辞职的当年，即在中组部 18号文发布后，官员

独董按照禁令要求开始发布辞职公告，但实证结果

表明，低级官员独董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可能的原

因在于，虽然低级官员独董发表了辞职声明，但是大

部分官员独董同时表示，在继任独董到来之前仍然

会继续履职。另外，许多官员独董在发布辞职声明之

前就已经为企业争得了当年的税收优惠，官员独董

辞职当年对企业税收优惠的负面影响尚不明显。因

此，综合这两方面原因，在禁令辞职当年，低级官员

独董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表 5是官员独董辞职后 1年和辞职后 2年的实

证结果。可以看出，在辞职后 1年，高级官员独董的

系数由之前的不显著变为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

于，在高级官员独董辞职之后，一些企业后续聘请了

具有专门技能的专业独董来顶替之前的高官独董空

缺，比如聘请税务专家、财会专家作为独立董事，而

他们发挥了一定的避税效应。在表5中，低级官员独

董系数由负变为正，这说明在低级官员独董辞职后

1年，企业很难再获得独董官员所带来的税收优惠

效应，企业的实际税率随之显著增大，官员独董所在

企业的税收优惠基本消失，中组部18号文起到了净

化市场环境的效果，政策成效卓著。辞职后2年的实

证结果表明，高级官员独董和低级官员独董的系数

均不再显著，这表明随着时间的逐步推移，官员独董

变量

Tax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roa
lnsize
lev

growth
far

intasset
intangible

S
Strategy
Audit

Nominat
Wage

均值

0.1990
0.9330
0.1480
1.0050
0.2440
0.0310
22.3260
0.4520
0.5130
0.2320
0.0490
8.3E+08
22.5470
0.4580
0.5540
0.6040
0.6160

标准差

0.7960
2.2500
0.3550
1.8080
0.4300
0.1270
1.5690
0.2240
4.8370
0.1760
0.0640
4.9E+09
13.2840
0.4980
0.4970
0.4890
0.4870

最小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9940
17.8790
0.0100
-1.5340
0.0000
0.0000
0.0000
0.707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25
分位数

0.105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00
21.2780
0.2690
-0.0560
0.0940
0.0170
4.7E+07
11.391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50
分位数

0.161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310
22.0510
0.4400
0.0880
0.1890
0.0350
1.3E+08
20.6570
0.0000
1.0000
1.0000
1.0000

p75
分位数

0.243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590
23.0210
0.6240
0.3300
0.3420
0.0600
3.4E+08
31.754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最大值

25.1310
8.0000
1.0000
5.0000
1.0000
0.3810
29.4670
1.1090
51.4600
0.9120
0.8520
1.5E+11
60.665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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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呈现出“人走茶凉”的景象，即各级官员独董对

企业税收方面的影响彻底消失，从而证实了假设1。
这说明政府出台的反腐倡廉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使得市场竞争环境得到了净化，各企业在税收优

惠获得方面重新处于公平竞争的状态了。

2. 所有权性质、官员独董辞职与企业实际税

率。为了进一步验证独董辞职所在企业的所有权性

质对官员独董辞职与企业税收优惠获得之间关系的

影响效应，本文将样本划分

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

进行回归。表 6是国有企业

中的官员独董辞职与实际税

率的关系研究，笔者发现，国

有企业中的官员独董在辞职

前 1年，即在官员独董的任

职期间，只有低级官员独董

能够起到降低企业实际税率

的作用，而高级官员对国有

企业的税收优惠获得并没有

显著的影响。在高级官员和

低级官员独董辞职当年，其

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均不

显著。而在高级官员独董辞

职后 1年，国有企业的实际

税率突然出现显著下降的情

况，我们推测该避税效应可

能并不是由高级官员独董所

带来的，而是由企业后续所

聘请的专业独董（如税务专

家、财会专家等）所造成的。

在低级官员独董辞职后 1
年，国有企业的实际税率出

现了显著上升的情况，这说

明随着低级官员独董的辞

职，国有企业再想依靠低级

官员独董获得更多税收优惠

已经不可能，而企业又暂时

找不到合适的降低实际税率

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实际

税率的上升。辞职之后 2年
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高级

还是低级官员独董的系数均

不再显著，证实了假设 2，说
明官员独董对企业税率的影响彻底消失，反腐倡廉

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

民营企业中的官员独董辞职与实际税率的关系

研究结果见表 7。笔者发现，与国有企业类似，民营

企业中的官员独董在辞职前 1年，也只有低级官员

独董能降低企业实际税率，高级官员并没有发挥显

著作用，但无论是采用赋值法还是虚拟变量法，民营

企业低级官员独董的系数绝对值都要小于国有企业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Strategy

Audit

Nominat

Wage

roa

lnsize

lev

growth

far

intasset

intangible

S

_cons

N
R2

辞职前1年
（1）
0.0048

（0.5000）

-0.0128
（-0.4700）

0.0446∗∗
（2.2600）

0.0766∗∗∗
（4.0300）

0.0742∗∗∗
（3.5600）

-0.1500∗∗∗
（-3.2300）

0.0017
（0.0900）
-0.0705

（-0.3900）
-0.0000

（-0.1600）
0.0610

（0.7700）
0.3960

（1.1100）
-6.6E-13

（-0.5000）
-0.0004

（-0.5400）
0.0543

（0.1600）
1314

0.0080

（2）

0.0369
（0.5800）

-0.0127
（-0.4600）

0.0450∗∗
（2.3200）

0.0763∗∗∗
（3.9800）

0.0743∗∗∗
（3.5500）

-0.1500∗∗∗
（-3.2700）

0.0016
（0.0900）
-0.0710

（-0.4000）
-0.0000

（-0.1700）
0.0613

（0.7700）
0.3970

（1.1200）
-6.5E-13

（-0.4900）
-0.0004

（-0.5600）
0.0552

（0.1600）
1314

0.0080

（3）

-0.0114∗∗
（-2.1700）

-0.0123
（-0.4600）

0.0417∗
（1.8800）

0.0798∗∗∗
（3.8400）

0.0744∗∗∗
（3.5700）

-0.1540∗∗∗
（-3.2900）

0.0022
（0.1300）
-0.0646

（-0.3500）
-0.0000

（-0.1800）
0.0613

（0.7100）
0.3770

（1.0400）
-5.4E-13

（-0.4700）
-0.0005

（-0.6100）
0.0601

（0.1900）
1314

0.0090

（4）

-0.0419∗∗
（-2.1900）

-0.0126
（-0.4700）

0.0422∗
（1.8900）

0.0796∗∗∗
（3.8800）

0.0742∗∗∗
（3.5600）

-0.1530∗∗∗
（-3.2900）

0.0021
（0.1300）
-0.0645

（-0.3500）
-0.0000

（-0.1800）
0.0607

（0.7100）
0.3790

（1.0500）
-5.9E-13

（-0.5100）
-0.0005

（-0.5900）
0.0595

（0.1900）
1314

0.0090

辞职当年

（1）
-0.0046

（-0.7700）

-0.0090
（-0.8500）

0.0175∗∗
（2.1500）

0.0115
（0.6700）
0.0282∗∗

（2.5000）
0.0655

（1.4800）
0.0072

（0.6600）
0.0720

（1.2700）
-0.0002

（-1.0800）
-0.0355

（-0.8800）
-0.2010

（-1.5100）
5.6E-14

（0.1000）

-0.0015∗∗
（-2.3600）

0.0304
（0.1600）

1331
0.0030

（2）

-0.0309
（-0.8400）

-0.0091
（-0.8500）

0.0174∗∗
（2.1500）

0.0116
（0.6800）
0.0282∗∗

（2.5000）
0.0654

（1.4700）
0.0071

（0.6700）
0.0721

（1.2700）
-0.0002

（-1.0600）
-0.0354

（-0.8900）
-0.2010

（-1.5200）
5.5E-14

（0.1000）

-0.0015∗∗
（-2.3700）

0.0310
（0.1700）

1331
0.0030

（3）

-0.0118∗∗∗
（-7.7400）

-0.0071
（-0.6800）

0.0191∗∗
（2.3900）

0.0114
（0.7000）
0.0280∗∗

（2.5500）
0.0726

（1.6100）
0.0058

（0.6100）
0.0758

（1.3300）
-0.0003

（-1.4800）
-0.0295

（-0.6600）
-0.2050

（-1.6000）
2.0E-13

（0.3400）

-0.0016∗∗
（-2.5200）

0.0645
（0.3900）

1331
0.0030

（4）

-0.0546∗∗∗
（-6.8300）

-0.0070
（-0.6500）

0.0195∗∗
（2.4000）

0.0115
（0.7000）
0.0279∗∗

（2.5200）

0.0743∗
（1.6500）

0.0056
（0.5900）

0.0775
（1.3600）
-0.0004

（-1.3300）
-0.0287

（-0.6300）
-0.2060

（-1.6000）
1.9E-13

（0.3300）

-0.0016∗∗
（-2.5000）

0.0698
（0.4300）

1331
0.0030

表 4 官员独董辞职与企业实际税率（辞职前1年和辞职当年）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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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绝对值。可能的原因在于，

政府官员对资源和权力的支配能

力在很大程度上由其行政级别决

定[20]，通常情况下，国有企业所

聘请的官员独董比民企的官员独

董拥有更高的行政级别，对企业

实际税率的影响更大，因此国有

企业通过聘请官员独董可以享受

到更高程度的税收优惠。在民营

企业任职的低级官员独董辞职当

年、辞职后1年、辞职后2年，其对

民营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均不再

显著，这说明中组部 18号文发布

之后，在民营企业任职的官员独

董迅速脱离企业，其对企业实际

税率的影响也快速衰减，中组部

18号文的禁令取得了较好的政

策效果。

3. 市场化程度、官员独董辞

职与企业实际税率。官员独董对

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效果不仅

与官员的行政级别、企业的所有

权性质、董事所任职的委员会等

因素相关，同时也受到企业所在

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各省市

因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经济发展

战略的不同，其市场化程度也存

在较大差别。在市场分配资源的

比重、金融机构的数量、市场秩序

的有效性、法律制度环境建设方

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此背

景下，不同地区企业的官员独董

可支配的政治资源也不尽相同，

为企业所能带来的税收优惠也会

有所差别，进而会对反腐倡廉政

策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因此，下

文选择市场化指数这一指标[25]，

按照中位数将不同企业划分为市

场化程度高和市场化程度低两个

子样本，分别对两个样本进行实

证分析。市场化指数衡量了地区

市场化发展水平和程度，它包含

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辞职后1年
（1）

-0.0068∗∗
（-2.1000）

控制

0.1520
（0.5200）

1354
0.0050

（2）

-0.0427∗∗
（-2.2100）

控制

0.1550
（0.5300）

1354
0.0050

（3）

0.0240∗∗∗
（3.0600）

控制

0.1290
（0.4700）

1354
0.0090

（4）

0.0860∗∗∗
（2.9100）

控制

0.1330
（0.4900）

1354
0.0080

辞职后2年
（1）

-0.0112
（-0.7900）

控制

-0.4560
（-1.3600）

827
0.0240

（2）

-0.0765
（-0.8000）

控制

-0.4540
（-1.3700）

827
0.0240

（3）

0.0023
（0.2300）

控制

-0.3840
（-1.4800）

827
0.0210

（4）

0.0060
（0.1500）

控制

-0.3840
（-1.4600）

827
0.0210

表 5 官员独董辞职与企业实际税率（辞职后1年和辞职后2年）

表 6 国有企业、官员独董辞职与实际税率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国有企业官员独董

辞职前1年
（1）

-0.0064
（-0.6800）

控制

-0.0709
（-0.2500）

578
0.0060

辞职后1年
（1）

-0.0164∗∗
（-2.3500）

控制

1.1560∗∗∗
（3.3600）

582
0.0220

（2）

-0.0440
（-0.7500）

控制

-0.0697
（-0.2400）

578
0.0060

（2）

-0.1040∗∗
（-2.5600）

控制

1.1630∗∗∗
（3.4000）

582
0.0220

（3）

-0.0202∗∗∗
（-3.5500）

控制

0.0088
（0.0400）

578
0.0080

（3）

0.0445∗∗
（2.0100）

控制

1.0880∗∗∗
（4.3100）

582
0.0300

（4）

-0.0869∗∗∗
（-3.7100）

控制

0.0122
（0.0600）

578
0.0080

（4）

0.1610∗
（1.7800）

控制

1.1020∗∗∗
（4.2400）

582
0.0270

辞职当年

（1）
0.0089

（0.4700）

控制

0.1130
（0.1500）

584
0.0190

辞职后2年
（1）

-0.0010
（-0.2000）

控制

0.9400∗∗
（2.0100）

140
0.0630

（2）

0.0727
（0.5700）

控制

0.1180
（0.1600）

584
0.0200

（2）

-0.0052
（-0.1700）

控制

0.9410∗∗
（2.0300）

140
0.0630

（3）

-0.0146
（-1.2700）

控制

0.1250
（0.1800）

584
0.0200

（3）

-0.0048
（-0.7100）

控制

0.9460∗∗
（2.1300）

140
0.0650

（4）

-0.0570
（-1.2100）

控制

0.1240
（0.1700）

584
0.0200

（4）

-0.0214
（-0.7100）

控制

0.9430∗∗
（2.1500）

140
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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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展状况、产品市场的发育状况、要素市场的发

育状况、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状况和法律制度环境等

因素，能有效地反映不同地区的独立董事因市场化

程度不同而受到制约的情况，因此运用市场化指数

对企业进行分类具有合理性。

表8列示了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官员独

董的实证结果。笔者发现，在官员独董辞职的前 1
年，无论是高级官员独董还是低级官员独董，都能显

著地降低企业实际税率，证实了假设3。可能的原因

在于，在那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对资源的

配置作用更大，并且由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制度

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企业通过聘请政府官员作为独

立董事，可以与政府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从而为自

身谋得更多的税收优惠。中组部 18号文发布后，在

官员独董辞职的当年，高

级官员独董的作用迅速

消失，但低级官员独董仍

然可以降低企业实际税

率。但在高级官员独董辞

职后 1年，企业实际税率

突然出现下降的情况，笔

者猜测该避税效应并不

是由高级官员独董所带

来的，而是由企业后续聘

请的专业独董所造成的。

在低级官员独董辞职后 1
年，其影响系数由负变为

正，说明在官员独董离职

1 年之后，企业逐步失去

了享受低税率的特权，而

自身并不能迅速适应新

的税收环境，从而实际税

率增大。在辞职后 2年，无

论是高级官员独董还是

低级官员独董的系数均

不再显著，证实了假设 3，
这表明中组部 18号文起

到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净

化了市场竞争环境，斩断

了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

的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

密切关系而获得税收利

益的渠道。

表9列示了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官员独

董的实证结果。笔者发现，在官员独董辞职的前 1
年，即官员独董在企业任职期间，其对企业实际税率

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在那些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更大，

并且各方面法律制度都比较完善，一定程度上阻断

了企业通过聘请官员独董为企业谋取税收优惠的渠

道。虽然在官员独董辞职当年低级别官员独董的系

数显著为负，但低级别官员独董辞职后1年、辞职后

2年，其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系数也依然不显著。

因此，从总体来看，不同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高

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官员独董基本上未能发挥降低企

业税率的作用。

4. 官员独董的个人特征、独董辞职与企业实际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民营企业官员独董

辞职前1年
（1）
0.0029

（1.5400）

控制

-0.1130
（-0.4100）

730
0.0160

辞职后1年
（1）
0.0035

（1.3700）

控制

0.0023
（0.0200）

772
0.0240

（2）

0.0165
（1.3600）

控制

-0.1140
（-0.4100）

730
0.0160

（2）

0.0198
（1.2100）

控制

0.0004
（0.0000）

772
0.0240

（3）

-0.0075∗∗∗
（-3.8000）

控制

-0.1120
（-0.4000）

730
0.0170

（3）

0.0036
（0.9600）

控制

-0.0153
（-0.1400）

772
0.0240

（4）

-0.0263∗∗∗
（-3.6500）

控制

-0.1140
（-0.4100）

730
0.0170

（4）

0.0172
（0.9000）

控制

-0.0157
（-0.1400）

772
0.0240

辞职当年

（1）
-0.0034

（-0.6900）

控制

0.4330∗∗∗
（4.1500）

753
0.0100

辞职后2年
（1）
0.0026

（0.6700）

控制

-0.2670
（-0.8700）

255
0.0580

（2）

-0.0229
（-0.7300）

控制

0.4330∗∗∗
（4.1300）

753
0.0100

（2）

0.0165
（0.6600）

控制

-0.2690
（-0.8800）

255
0.0580

（3）

-0.0035
（-0.8500）

控制

0.4490∗∗∗
（4.4400）

753
0.0100

（3）

-0.0069
（-1.4300）

控制

-0.3120
（-1.2100）

255
0.0640

（4）

-0.0258∗
（-1.7300）

控制

0.4510∗∗∗
（4.5100）

753
0.0110

（4）

-0.0331∗
（-1.7400）

控制

-0.3250
（-1.2900）

255
0.0670

表 7 民营企业、官员独董辞职与实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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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考虑到官员独董的个人特征也可能会对其作

用的发挥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整体结果的稳健性。因

此，笔者将独董的性别、学历、年龄、法律背景、银行

背景、会计背景等体现个人特征的变量也纳入实证

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参见表10和表11。
由表10和表11可知，在加入官员独董个人特征

变量之后，基本结论未发生明显变化，即：在辞职前

1年，低级官员独董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而高级官

员独董的系数不显著；在辞职当年，低级官员独董系

数仍显著为负；在辞职后1年，高级官员独董的系数

仍不显著，但低级官员独董的系数由负变为正，说明

中组部 18号文的政策效力得到了显现；在辞职后 2
年，无论高级还是低级官员独董的系数都不再显著，

官员独董对企业税收方面的影响作用彻底消失，市

场竞争环境得到了净

化。在个人特征方面，笔

者发现，在辞职前 1年，

即官员独董任职期间，

男性、高学历、有法律方

面从业背景的官员独董

有助于降低企业实际税

率，可能的原因在于高

学历、有法律从业背景

的男性官员独董对税法

的研究比较透彻，且精

通业务知识，能够为企

业争取到更多的税收优

惠，从而降低了企业的

实际税率。但笔者同时

也发现，中组部 18号文

发布之后，高学历、有法

律从业背景的男性官员

独董对政策变化的感知

更为敏感，其对企业税

率的影响系数迅速由负

变为正，证实了假设 4。
总的来讲，在加入官员

独董个人特征之后，本

文的基本结论未发生明

显改变。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2013年10月中组部18号文出台导致大

批官员独董辞职这一现象为切入点，以我国A股上

市公司为例，通过自行构建“官员独董辞职数据库”，

研究了反腐倡廉政策与企业税收优惠获得之间的关

系，检验了反腐倡廉政策的实施效果。通过实证分

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低级别的官员独董可以给企业带来税收

优惠，但高级别的官员独董并不能带来这种税收上

的优惠效应。中组部18号文发布后，在辞职当年，低

级别官员独董仍可为企业带来一些税收优惠。但在

辞职后 1年，低级别官员独董的影响系数由负变为

正，企业很难再获得官员独董所带来的税收优惠，中

组部18号文的效力开始显现。在辞职后2年，各级官

员独董对企业税收优惠的影响彻底消失，政府的反

表 8 低市场化程度、官员独董辞职与实际税率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官员独董

辞职前1年
（1）

-0.0098∗∗∗
（-2.6100）

控制

-0.0535
（-0.0700）

683
0.0190

辞职后1年
（1）

-0.0093∗
（-1.8800）

控制

0.7730∗
（1.7500）

724
0.0140

（2）

-0.0657∗∗∗
（-2.6300）

控制

-0.0589
（-0.0800）

683
0.0190

（2）

-0.0629∗
（-1.9500）

控制

0.7760∗
（1.7400）

724
0.0140

（3）

-0.0161∗∗
（-2.4700）

控制

-0.0596
（-0.0800）

683
0.0170

（3）

0.0422∗∗∗
（3.5900）

控制

0.7010
（1.5700）

724
0.0250

（4）

-0.0741∗∗
（-2.4800）

控制

-0.0675
（-0.0900）

683
0.0160

（4）

0.152∗∗∗
（3.0300）

控制

0.7100
（1.5900）

724
0.0220

辞职当年

（1）
0.0162

（0.9900）

控制

-0.1760
（-0.9400）

717
0.0080

辞职后2年
（1）

-0.0276
（-0.8700）

控制

-0.3690
（-0.8600）

426
0.0540

（2）

0.1120
（0.9800）

控制

-0.1730
（-0.9200）

717
0.0080

（2）

-0.1820
（-0.8700）

控制

-0.3630
（-0.8700）

426
0.0550

（3）

-0.0169∗
（-1.7700）

控制

-0.1140
（-0.6600）

717
0.0080

（3）

0.0105
（0.5900）

控制

-0.3450
（-0.8800）

426
0.0460

（4）

-0.0561
（-1.3500）

控制

-0.1000
（-0.6200）

717
0.0080

（4）

0.0461
（0.5900）

控制

-0.3540
（-0.8700）

426
0.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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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倡廉政策使市场竞争环境得到净化，各企业在税

收资源获得方面处于公平竞争状态。

第二，按照所有权性质将全样本划分为国企和

民企，笔者发现分样本研究结果与全样本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但国有企业的官员独董在企业任职期间

对于税率的降低作用比民营企业更大。

第三，按照市场化程度高低划分样本，笔者发

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反腐倡廉政策

的效果越好。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由于所处

地域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无论高级别还是低级别官

员独董都不能为企业带来税收方面的优惠。但对于

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各级别官员独董在任

职期间都能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率，但在中组部18
号文发布后1 ~ 2年，官员独董的税收优惠效应逐步

消退，市场环境日趋公平。

第四，在考虑了官员

独董个人特征之后，笔者

发现男性、高学历、有法

律从业背景的官员独董

在职期间有助于降低企

业实际税率；但在禁令发

布之后，这类官员独董对

企业税率的影响迅速消

失。总的来讲，中组部 18
号文的发布一定程度上

切断了官商勾结、利益输

送的渠道，有助于推动形

成“亲”“清”政商关系，让

竞争环境恢复公平性。

（二）建议

结合实证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积极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强化

监督和打击官商勾结等

腐败行为。官员独立董事

因其政治地位和所掌握

的政治资源，在一定程度

上能降低企业税率、增加

企业利润，但这并不能提

升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

反而助长了寻租、创租等

不正之风，妨碍了金融市

场的正常运转。随着中组部 18号文的出台，官员独

董纷纷辞职，监管部门应进一步监督、敦促企业中

的官员独董离职，将这一政策落到实处，严厉打击

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行径，构建新型的“亲”“清”

政商关系。

其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

企业制度。对比国企和民企官员独董的减税效果可

以发现，国企中官员独董的减税力度更大，且持续时

间更长。国有企业的官员独董一般行政影响力更强、

国有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政治关系也更多，能获得更

多的政治资源，也为降低企业实际税率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性。因此，政府应简政放权，加快国有企业改

革，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消除国企和民企在市场准

入、信贷获取、政府补贴等方面的差别待遇，使市场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变量

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控制变量

_cons

N
R2

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官员独董

辞职前1年
（1）

-0.0121
（-1.3400）

控制

-0.0920
（-0.2800）

631
0.0210

辞职后1年
（1）

-0.0052
（-0.5400）

控制

-0.4690∗∗∗
（-3.1500）

630
0.0250

（2）

-0.0663
（-1.5100）

控制

-0.0843
（-0.2700）

631
0.0200

（2）

-0.0279
（-0.5200）

控制

-0.4605∗∗∗
（-3.1900）

630
0.0250

（3）

-0.0043
（-0.7400）

控制

-0.0478
（-0.1500）

631
0.0200

（3）

-0.0041
（-1.0100）

控制

-0.4330∗∗∗
（-3.1900）

630
0.0250

（4）

-0.0210
（-1.0500）

控制

-0.0467
（-0.1500）

631
0.0200

（4）

-0.0199
（-1.4700）

控制

-0.4310∗∗∗
（-3.1700）

630
0.0250

辞职当年

（1）
0.0053

（0.5800）

控制

0.3980
（1.6100）

614
0.0090

辞职后2年
（1）

-0.0276
（-0.8700）

控制

-0.3690
（-0.8600）

426
0.0540

（2）

0.0302
（0.5600）

控制

0.3950
（1.6200）

614
0.0090

（2）

-0.1820
（-0.8700）

控制

-0.3630
（-0.8700）

426
0.0550

（3）

-0.0081∗
（-1.8400）

控制

0.3900∗
（1.7300）

614
0.0100

（3）

0.0105
（0.5900）

控制

-0.3450
（-0.8800）

426
0.0460

（4）

-0.0388∗
（-2.1400）

控制

0.3940∗
（1.7600）

614
0.0100

（4）

0.0461
（0.5900）

控制

-0.3540
（-0.8700）

426
0.0460

表 9 高市场化程度、官员独董辞职与实际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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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公平有效地配置各项资源。

最后，加快地区市场化进程，加大政策执行力

度。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信息得到更加全

面的披露，相关法律制度更加完备，因此当企业处于

信息透明度高、法制建设完善的环境中时，独立董事

在为企业谋取税收优惠时受到的限制较大；反观那

些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官员独董在为企业谋取

税收优惠方面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官商勾结、寻

租腐败等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应加快地区市场化进

程，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完善相关法制建设，加

大反腐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减少官商勾结、寻租创租

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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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top1

Govtop2

Govlow1

Govlow2

male

edu

age

law

bank

account

控制变量

N

R2

辞职后1年

（1）

-0.0104
（-1.0300）

0.0023
（0.0300）

-0.0279
（-1.1500）

-0.0000
（-0.5200）

-0.0350∗∗∗
（-3.0300）

0.0919∗∗∗
（2.6500）

-0.0374
（-1.2300）

控制

1352

0.0080

（2）

-0.0652
（-1.0600）

0.0022
（0.0300）

-0.0280
（-1.1400）

-0.0000
（-0.5200）

-0.0360∗∗∗
（-3.0000）

0.0912∗∗∗
（2.6300）

-0.0375
（-1.2400）

控制

1352

0.0080

（3）

0.0220∗∗∗
（3.6800）

-0.0059
（-0.0700）

-0.0121
（-0.5700）

-0.0000
（-0.6100）

-0.0190∗∗
（-2.4300）

0.0838∗∗
（2.4600）

-0.0276
（-0.9400）

控制

1352

0.0100

（4）

0.0765∗∗∗
（3.4800）

-0.0048
（-0.0600）

-0.0141
（-0.6400）

-0.0000
（-0.5900）

-0.0210∗∗
（-2.4900）

0.0854∗∗
（2.4900）

-0.0295
（-1.0200）

控制

1352

0.0090

辞职后2年

（1）

-0.0103
（-0.6900）

-0.0251
（-0.8400）

0.00127
（0.0900）

0.0003
（0.1500）

0.0346
（1.1000）

-0.1070
（-1.0700）

0.0394
（0.8900）

控制

827

0.0270

（2）

-0.0724
（-0.7200）

-0.0249
（-0.8300）

0.0011
（0.0800）

0.0004
（0.1900）

0.0346
（1.1000）

-0.1080
（-1.0800）

0.0391
（0.8900）

控制

827

0.0280

（3）

0.0047
（0.3800）

-0.0269
（-0.9200）

0.0029
（0.1600）

-0.0009
（-0.8300）

0.0320
（1.1000）

-0.1090
（-1.0800）

0.0419
（0.8700）

控制

827

0.0260

（4）

0.0146
（0.2900）

-0.0270
（-0.9300）

0.0027
（0.1400）

-0.0008
（-0.7800）

0.0321
（1.1000）

-0.1090
（-1.0700）

0.0417
（0.8700）

控制

827

0.0250

表 11 个人特征、官员独董辞职与企业实际税率（辞职后1年和辞职后2年）


